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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曾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

根源归结为“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

固有矛盾，在现代语境下则可理解为“生产社会性与资

本分散性”的相容问题。具体来说，分散的资本虽有助

于各自资源禀赋优势的发挥，但极易诱发整体生产的无

序性，加剧贫富分化与结构失衡; 与此相反，集中的资本

尽管有效强调了社会生产的协调性，然而却以整体决策

湮没了个人选择，终而造成集体行动的逻辑困境［1］。为

应付上述问题，18 世纪以来的各现代国家均规律性地

表现出“从集权到分权再到集权”的行为特征，而其中的

内在悖论则为周期性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本文基于这一背景，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出

发，运用委托代理的模型框架，推导出适应改革各阶段

的最优化制度安排，并通过集体行动、产权与交易费用

理论对之加以论证，最后借助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

经验案例，旨在为十八大以来新一轮的制度改革攻坚提

供方法论指引。

一、文献综述

( 一) 国家与社会
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社会中心论者，传统上认为国

家制度是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斗争、妥协的产物，又

或者说是一个阶级借以统治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

因此反映的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利益诉求。然而

无论是冷战时期普遍盛行的国家干预主义，还是广为

新兴工业化国家纷纷仿效的东亚威权主义，都毫无疑

问地凸现出国家具有的主体性特征，即国家“超越社

会团体的短期利益，转而构筑系统长远发展战略”的

主观愿望及能力［2］3 － 38。实效上看，国家干预一方面降

低了转型时期高昂的“交易成本”，通过制度安排为市

场运行提供了规范性基础［2］44 － 72 ; 另一方面则依靠强

制力量调整资源配置，旨在加快目标产业的“资本积

累”，进而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赶超 ［2］78 － 105。
具体到行为方式上，国家主导模式自上而下地带

有“委托代理”特征，其方法措施大体可归结为“集

权”、“分权”与“合作”三种不同类型［3］。就博弈主体

而言，本文之所以选取“国家与社会”而不是“政府与

市场”，纵向上是出于研究连续性的需要，即通过“大

历史”①的研究视域跨越政权更迭、集团兴亡所带来的

历史断层［4］; 横向上则考虑到观察视野的拓宽，尽可

能将包括行政在内的立法、政党、企业、工会等各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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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集 团 都 包 括 进 来，强 化 结 论 部 分 的 一 般 方 法 论

意义［2］3 － 38。
如此一来，通过“国家自主性”及“委托代理”等概

念范畴的引入，使得文章的理论分析部分更为切合转

型期国家的客观实际，避免了当下“西方普世价值”的

空洞说教，有利于从制度博弈视角寻找破题的方向。
( 二) 制度与危机
基于上文可将制度的形成理解为“国家”与“社

会”两大行为主体之间博弈均衡的结果［5］，而这种利

益均衡关系一经形成便具有了相对独立的意义，从而

反作用于既有的资源利益格局并使之逐渐固化，成为

未来进一步制度变革的障碍［6］。然而现实生活中，时

间的推移加之条件的变迁都不可避免地会使各个集团

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改变———好像“自然垄断”与“搭

便车”现象一样，这也客观上对制度安排的匹配性提

出了新的要求。
奥尔森认为，既得利益集团给社会发展所带来的

限制与约束，如果不经历战争一类的突发性事件( “奥

尔森振荡”) ，则很难得到突破乃至陷入发展停滞的地

步［7］。这里的“战争”即可理解为社会矛盾与冲突的

极端情况，最集中地反映了社会经济危机的情况。换

句话说，社会经济危机的冲击迫使既得利益集团重新

洗牌，从而有效打破了原有的制度僵局，为新一轮改革

提供了契机。但需注意的是，由于各自危机产生的机

理不尽相同，制度演化在方向上也呈现出截然相反的

特征，吴晓波将此概括为游走于“集权”与“分权”之间

的历史周期率［8］①。
具体说来:“集权”的制度安排往往与“民粹主义”

思潮相伴生，特点在于对公平正义的颂扬、以及对计划

干预的推崇，旨在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

优势，从而有效抵御外部冲击［9］。然而其赖以运行的

压力环境一旦解除，“搭便车”②现象则势必蔓延开去，

导致效率的普遍下降，甚至可能将整个社会推至崩溃

的边缘。然而这样一来，却反倒为下一轮以“自由主

义”为中心的“分权式”改革铺平了道路［10］———后者

重视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作用，着眼于调动个体主

观能动 性［11］，鼓 励“创 造 性 毁 灭”进 而 推 动 社 会 进

步［12］。但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使自然垄断成

为市场的必然———不仅加剧了贫富间的分化对立，还

严重削弱了社会的动员能力和凝聚力，使国家在突发

性挑战中变得脆弱不堪，于是又为再下一轮的“集权”
改革拉响了汽笛［13］。

针对如何破解上述制度变革中的双重悖论，本文

创新地借助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并结合博弈论

的规范分析方法，旨在探索一套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

用以跳出历史以往“左右路线之争”的怪圈，为中国乃

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未来发展道路提供理论指引［14］。
( 三) 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模式
新制度经济学最早由威廉姆森、科斯与诺斯等人

提出，目的在于“探索人、制度与经济活动及其相互之

间的关系”。此后随着交易费用、产权安排以及制度

变迁等新概念的相继提出，加上一般均衡与博弈论等

分析范式的沿用，这一学派很快得到了主流认可［15］。
在解释力方面，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视域更为宽阔也

更加贴近现实实际，与新古典经济学“抽象无摩擦”的

理念世界形成强烈反差，由是使人们得以洞悉社会生

产函数这一传统“黑箱”的内部构造和运行机理，为解

释落后国家普遍存在的“李约瑟之谜”③提供了理论

启迪［16］。
这一领域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制度供给”与“制度

需求”两个方面，前者主要围绕法律法规和社会组织

展开，研究人类理性与制度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制度

对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可能造成的影响［17］; 后者则透

过诱致性制度变迁视角，重点探讨商品要素价格、工艺

科技水平以 及 分 工 协 作 关 系 对 制 度 演 进 的 牵 引 作

用［18］。诺思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制度划分为“正式

规则、非正式规则及实施机制”三个层次，并指出后两

者对前者的潜在影响和内在制约，暗示出一国发展模

式的选定绝不能简单照搬他国经验，而还须与本国的

具体国情相结合［19］。
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在历

经 30 多年的试错性改革之后，终于逐步摸索出一条与

中国 国 情 相 适 应、且 具 有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的 道

路———即所谓“中国模式”［20］。就此，乔舒亚·雷默

( Joshua Ｒamo ) 最早提出了“北京共识”的概念［21］，并

将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理念与“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

法”两相比较，揭示出激进式改革背后的市场原教旨

主义错误［22 － 23］。雅克( Jacques) 则从文化传统、地缘

政治和历史脉络的多元视角，研究了“中国崛起”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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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历史周期率”最早由黄培炎提出，此处代指一国历史中政权

兴衰治乱、循环往复的周期性现象。
“搭便车”有主动与被动之分，前者可理解为个人针对集体所采

取的道德风险行为; 后者则是指个体理性向集体“非理性”妥协的产物。
“李约瑟难题”，原指“工业革命为何没有在具有相当科技成就

的古代中国产生?”，本文处则泛指自然禀赋相近、社会发展却显著异化

的国家之间的比较问题。



外部性在未来数十年可能给世界带来的影响［24］。
回归到新制度经济学的范畴，张五常提出的“县

域经济现象”是“中国经济制度”较为权威的解释之

一———即通过明晰科层制政府体系的考评标准与利益

分成，鼓励地方政府开展经济锦标赛，由上到下地推动

社会向前发展［21］。白承旭 ( Baek ) 则尝试沿用东亚

“发展型国家”①的共通特征来概括“中国模式”，包

括: 支持国有企业、鼓励基础投资、促进出口创汇、强调

金融管制等等［25］。最近国内学者史正富也在其书中

旗帜鲜明地将“中国模式”之所以成功的关键归结为

“三维市场体制”，并列示出这一模式的“四大支柱”和

“比较优势”［26］。
当然也有学者对此表示出理性的质疑，布思林

( Breslin) 就指出: ( 1 ) 官僚系统的政治需求将对经济

发展的连贯性与执行力产生不良影响，使整体效率下

降; ( 2) 下放的经济决策权将引发地方投资冲动，进而

推高财政赤字和不良贷款率; ( 3) “诸侯经济”也极易

造成地方保护主义和恶性竞争，削弱国家的全局统筹

和协调能力［27］。实证检验方面，倪志伟( Nee) 等通过

数据的计量发现，中国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与

企业经济绩效之间实际存在负相关关系，从而得出了

与过往研究截然相反的观点［28］。
概而总之，就如何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道路这一热点问题，本研究借鉴西方主流学术话语

体系，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对中国近 30 年来改

革开放的经验教训加以诠释，试图在厘清机理的同时

也为后续改革指明方向。

二、理论分析

( 一) 假设与前提
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长期为国家所主导，于

近代则先后表现为清末的官僚资本主义、国民政府时

期的国家资本主义，以及新中国前 30 年的计划经济和

后 30 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计四个主要

阶段［29］。考虑到东方传统下的“国家 － 社会”关系在

很大程度上具有“委托 － 代理”的行为特征，因此也使

得委托代理模型的运用成为可能［30］。
本文假设“国家”为委托人、“社会”为代理人，两

者由契约关系相维系，其中委托人通过代理人间接获

利，其间博弈双方虽然效用函数不尽相同但均理性自

利; 除此之外，代理人还一定程度上具有信息优势并存

在道德风险的可能。因而求解这一委托代理问题的关

键即在于找寻制度层面的最优方案，用以诱使代理人

最大限度地为委托人的利益努力［31］。同时这里还需

注意到关键外生变量对模型解的具体影响( 角点解或

内点解) ，其中最为主要的有: ( 1 ) 行为主体的风险偏

好变量———按照博弈双方预算约束的软硬程度，本文

定义国家主导模式中的“国家”( 委托人) 风险喜好、
“社会”( 代理人) 风险规避②，且其偏好程度的大小还

随着改革进程的演进呈现出“此长彼消”之势［32］; ( 2)

社会事业产出的不确定性变量———由于影响因素的纷

繁复杂，社会试验结果往往难以精确估量，通常只好采

用概率分布的形式衡量。本文以正态函数的均值 μ 和

方差 σ 分别反映期望目标和平均偏离程度，且此二者

会随时间、对象的改变而不同。
( 二) 建模与推演
1． 初始条件

设代理人的产出函数: γ = α + ε，ε ～ N( 0，σ2 ) ，其

中 γ 为实际产出收益，α 为代理人努力程度，扰动项 ε
服从均值为 0、方差为 σ2 的正态分布，这里的方差即

代表不确定性( 风险) 程度。设代理人的报酬函数: ω
= τ + θγ，其中报酬值 ω 由固定收益 τ 与分配率 θ 决

定。本文进一步将 θ 引申为代理人的“索取权”，用于

反映委托人与代理人双方的权责配比关系。其中委托

人的收益是( γ － ω) 的差值。设代理人努力程度 α 的

成本函数: Cost( α) = α2 /2，其一阶导数大于 0 且边际

成本递增。根据 Arrow － Pratt 测度，另设两行为主体

的效用函数: u( x) = | e － ρpx | ( 委托人 up ( x) = e － ρpx、代

理人 ua ( x) = － e － ρax ) ，这里委托人风险偏好 ρp ＜ 0、代
理人风险规避 ρa ＞ 0③，x 作为博弈方的实际收益其具

体取值 由 γ、ω 和 Cost ( α ) 决 定，并 服 从 正 态 分 布

N( m，υ) ，进一步推导可知确定性等值 CE = m － ρυ /2，

即满足 u( CE) = EU［3，33］。
2． 模型推导

综合以上假设进行代换演绎，可分别求出委托人

与代理人的确定性等值表达式:

CEp =mp －
ρpυp

2 = α( 1 － θ) － τ －
( 1 － θ) 2σ2ρp

2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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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发展型国家”模式最早由战后日本开创，并为韩国、新加坡、
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相继所借鉴，以有效实现社会经济发展而闻名

于世。
由“预算约束”与“风险偏好”的负相关关系得出。具体来说，

预算约束越软，则风险资产的抵补率越高，行为主体的风险偏好程度也

会较高; 相反，预算约束越硬，则风险资产的抵补率越低，行为主体的风

险偏好程度也会越低。
下标 p 为 principal 的缩写，表示委托人; 下标 a 为 agent 的缩

写，表示代理人，下同。



CEa =ma －
ρaυa

2 = τ + θα － 1
2 α2 －

θ2σ2ρa
2 ( 2)

考虑到效用函数 u( x) = | e － ρx |单调递增，由 EU =

u( CE) = | e － ρ( m － ρυ
2 ) | 可知此时的确定性等值最大化即

对应着期望效用的最大化。同时考虑到国家利益所具

有的阶级性与全民性相统一特征［34］，本模型将目标函

数设定为委托人与代理人两行为主体的期望效用之

和，见式( 3 ) ; 再行加上式( 4 ) 激励相容与式( 5 ) 参与

约束的限制条件，即构建出委托代理模型的函数方

程组［35］:

max
θ，τ

CEp + CEa =［α( 1 － θ) － τ －
( 1 － θ) 2σ2ρp

2 ］+［τ +

θα － 1
2 α2 －

θ2σ2ρa
2 ］ ( 3)

s． t． max
α
CEa =［τ + θα － 1

2 α2 －
θ2σ2ρa

2 ］ ( 4)

CEa = τ + θα － 1
2 α2 －

θ2σ2ρa
2 ≥CE0 ( 5)

3． 分析求解

为最优化求解目标函数，构造拉格朗日函数:

L( θ，λ) = CEp + CEa + λ( CEa － CE0 ) ( 6)

出于简化目的，令式( 6) 中 CE0 = 0、λ = 1，此即意

味代理人的机会成本为零，拉格朗日乘子为 1; 依据

“反向归纳法”将代理人的最优努力程度 α = θ① 代入

式中，可得［36］:

L( θ) = θ + τ － θ2ρaσ
2 －

( 1 － θ) 2ρpσ
2

2 ，θ∈［0，1］ ( 7)

2L( θ)
θ2

= － σ2 ( 2ρa + ρp ) ，( ρa ＞ 0，ρp ＜ 0) ( 8)

注意到 ρp、ρa 的时变特征可将改革全程分为前后

两个阶段: 起先，危机刚刚淡去，人们大多余惊未了，整

个社会处于混沌状态，风险规避情绪严重; 此时的国家

精英们也尚未形成一套清晰的改革思路，只能一点点

摸着石头过河，风险喜好程度较低———于是式( 8 ) 中

的 2ρa + ρp ＞ 0，故而 L( θ) 的二阶导数小于 0，函数图像

上凸。之后，随着复苏步伐加快，社会个体也逐渐活跃

起来，风险规避程度显著下降; 此时国家精英们也从既

往经验中汲取了大量养分，表现出踌躇满志，风险喜好

程度明显加增———因而式 ( 8 ) 中 2ρa + ρp ＜ 0，于 是

L( θ) 的二阶导数大于 0，函数图像下凹。以下将分别

就上述一前一后两个阶段，分别对目标函数 L( θ) 的最

值情况进行考察与论证。

( 三) 结果与案例

1． 前期阶段( 
2L( θ)
θ2

＜ 0)

这一阶段目标函数的图像呈上凸形，传统意义上

的最大值在抛物线顶点处取得，即一阶导数
L( θ)
θ 为

零处，此时 槇θ =
1 + ρpσ

2

( 2ρa + ρp ) σ
2。然而实际分析中还需考

虑定义域 θ∈［0，1］的范围限制，具体应分为以下三种

情况:

( 1) 当 槇θ 小于 θ∈［0，1］时，函数最大值如表 1 所

示。学理上，根据威廉姆森的观点，当契约所涉及的资

产专用性程度较高时，与之关联的交易成本也将较多，

此时如一方违约则给另一方造成的损失也将较大，因

此客观上需要第三方强制力的存在以提供必要的担

保［37］; 巴泽尔有关“契约不完整性”的论述则认为，社

会交易中往往存在着大量难以界定产权的、或由外部

性形成的“公共财产”，而这部分资源的有效利用只能

依赖于集权组织———即最终为国家所掌控［38］。因此，

当“违约性损失”或“外部性溢出”的可能性较大( 高风

险) 时，国家干预则成为了符合逻辑的最优选择。
表 1 前期的高风险事业

图像解析 备注详解

·抛物线顶点位于定义域左边，

槇θ ＜ 0，即有 σ2 ＞ － 1
ρp

·图 像 在 定 义 域 内 单 调 递 减，

L( θ) 在 θ = 0 处取得最大值

·当事业不确定性( 风险) 较高

时，委 托 人 应 占 有 全 部 产 出 成

果，代理人仅获得固定收益 CE0 :

建议采用“集权”的管理模式

( 2) 当 槇θ 大于 θ∈［0，1］时，函数最大值如表 2 所

示。学理上，奥尔森分析认为，由于组织费用、信息成

本及搭便车等现象的存在，选择性激励通常在小集体

中更易促成一致行动［1］。与此观点相类似，奥斯特罗

姆也认可“当能有效组织从而进行制度创设和自我管

理时，任何系统外的干预都是弊大于利的”，这里所说

的“系统”主要代指小规模集体［39］。如此一来，针对

现实生活中不确定性较小( 低风险) 的事业，市场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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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式( 4) 的二阶导数为负可知，代理人的确定性等值函数在其

一阶导数为 0 处取得最大值，此时有 α = θ。



的管理模式要来得更加可行一些。
表 2 前期的低风险事业

图像解析 备注详解

·抛物线顶点位于定义域右边，

槇θ ＞ 1，即有 σ2 ＜ 1
2ρa

·图 像 在 定 义 域 内 单 调 递 增，

L( θ) 在 θ = 1 处取得最大值

·当事业不确定性( 风险) 较低

时，委 托 人 应 放 弃 全 部 产 出 成

果，充分调动代理人的积极性:

建议采用“分权”的管理模式

( 3) 当 槇θ 介于 θ∈［0，1］时，函数最大值如表 3 所

示。学理上，国家的适度干预不仅有助于管控风险，还

能拾遗补漏、填补市场缺位［37 － 38］; 同时，明晰的产权则

有益于调动社会积极性，发挥自我管理优势、提高资源

运行效率［1，39］。因此，“放调结合”的折中办法既可以

防范系统性风险，又能在边际上推动了改革，从而有助

于实现帕累托改进，中国 1985 － 1993 年的“价格双轨

制”改革即是这一领域较为典型的成功案例［40］。
表 3 前期的中等风险事业

图像解析 备注详解

·抛物线顶点位于定义域中间，

0 ＜ 槇θ ＜ 1，即有
1
2ρa

＜ σ2 ＜ － 1
ρp

·图像在定义域内先单增后单

减，L( θ) 在 θ = 槇θ 处取最大值

·当事业不确定性( 风险) 中等

时，委托人应与代理人分享产出

成果，让代理人尝到甜头: 建议

采用“合作”的管理模式

从现实视角出发，中国近 30 年来的“增量改革原

则”恰好与上述三个部分的建议内容大相契合，且主要

围绕“价格”与“产权”两条主线展开———其中，前者按

照“普通商品”和“资源要素品”①划分，分别执行市场

定价与政府指导定价; 后者则根据“集体企业”和“国

有企业”②归类，小头上鼓励私有改制、大头上则仍坚

持国有控股; 余下的中间领域，则变通地采取政府扶持

与商业运作双管齐下的“合作”模式。回过头看，也正

是归功于如此这般差异化的综合管理方案，才使中国

得以在维持近 30 年来社会整体稳定的同时，有效激发

经济活力进而成就改革开放中举世瞩目的持续高速

发展［41］。

2． 后期阶段( 
2L( θ)
θ2

＞ 0 )

然而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前一阶段的管理模式也

逐渐暴露出一些新问题，尤其是在“政商合作办企”的环

节，套用环境保护部周生贤部长的话来说，就是“老板赚

钱、群众受害、政府埋单”［42］。究其缘由: 一方面，“合作

制”企业的自身市场优势主要源自政策倾斜，即通过扭

曲资源配置、抑制有效竞争以获得超额利润，故其在过

程和结果上都有失公平; 另一方面，特殊的政企关系客

观上软化了市场主体原有的预算约束，将风险转嫁给了

政府，其到头来经营不善的亏空也顺理成章地由政府来

兜底，一时间道德风险激增、舆论反响强烈。
为解决此类问题，继续深化改革的理论建议还应

进一步包含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 1 ) 当 L ( 1 ) 大 于

L( 0) 时，函数最大值的取得如表 4 所示; ( 2 ) 当 L ( 1 )

小于 L( 0) 时，函数最大值的取得如表 5 所示。
表 4 后期的低风险事业

图像解析 备注详解

·当 1 + τ － σ2ρa = L( 1) ＞ L( 0 )

= τ －
σ2ρp
2 ，有 σ2 ＜ 2

2ρa － ρp
·图像在定义域内先单减后单

增，L( θ) 在 θ = 1 处取得最大值

·事业不确定性( 风险) 较低时，

委托人应放弃全部产出成果，充

分调动代理人的积极性: 建议采

用“分权”的管理模式

表 5 后期的高风险事业

图像解析 备注详解

·当 1 + τ － σ2ρa = L( 1) ＜ L( 0 )

= τ －
σ2ρp
2 ，有 σ2 ＞ 2

2ρa － ρp
·图像在定义域内先单减后单

增，L( θ) 在 θ = 0 处取得最大值

·事业不确定性( 风险) 较低时，

委托人应占有全部成果，代理人

仅获得固定收益 CE0 : 建议采用

“集权”的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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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 PMI 的定义，文中“普通商品”代指中间品、生活消费品与

一般性制成品;“资源要素品”则涵盖原材料和能源，如水、电、油、气等

基础类产品。
“集体企业”泛指乡镇、街道一级，多用以满足周边区域内的居

民、企业需求，规模一般较小;“国有企业”则通常由市、县一级负责，大

多跨地域经营、渠道广泛，规模往往较大。



实践层面上看，中国房地产业的政策演变即是上

述两方面理论建议的最好印证。首先，房地产作为龙

头产业，行业关联性强、影响面宽，在国民经济增长中

占有较高的权重; 其次，房地产受不动产特性制约，囿

于地理区位条件，辐射范围上存在明显瓶颈，因而总体

上可归为“中等风险事业”。在此基础上，与之相对应

的产业政策也先后经历了一个从“合作”阶段向“集

权”或“分权”两极化阶段发展的过程。
具体来说: 房开企业在“住房制度改革”初期，享

受到了一系列来自地方政府的政策倾斜，涉及包括

“动迁准备”、“规划施工”以及“配套预售”等方方面

面，并借此享受了一段超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然

而，企业“背靠大树好乘凉”的依赖特性使得低水平重

复建设成为常态，建筑工艺止步不前。与此同时“暴

力拆迁”、“偷工减料”甚至“工程烂尾”等系列性丑闻

却层出不穷———一方面是屡治无果的畸高房价，另一

方面则是沸腾的民怨和无奈的政府，直至到了不可不

改的境地［15］。
2007 年 8 月中国政府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城

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 国发第 24 号) ，

这标志着“住房制度改革”进入到后期阶段，并由此拉

开了经适房和廉租房投资建设的序幕; 2012 年中共十

八大更是将“保障性住房建设”首次写入党代会报告，

从而成为后续政策的重要着力点［43］; 近期中国多个地

方又进一步展开新一轮保障房政策的试点，尝试酝酿

将经适房制度向廉租房制度统一并轨过渡。言而总

之，借用知名地产商任志强的观点，即是“让政府管好

保障，任商品回归市场”———如此这般泾渭分明的“制

度双轨”恰好也成为了本文改革“后期”最优化理论建

议的现实注脚。

三、讨论与引申

综上所述，“中国模式”的成功绝非历史的偶然，

它不仅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还

有力回应了冷战后国际多边环境“和平、竞争与发展”
的根本诉求。该模式既强调“国家主导”又鼓励“市场

推动”，在实现市场有效嵌入的同时，也不放弃科学计

划的协调统筹，进而顺应了当今资本技术劲涌发展、组
织环境日趋复杂的世界性潮流。

实际上，国家干预不仅有利于实现社会资源的快

速集中，进而增强国力以抵御风险，更重要的是在于民

族凝聚力的提升———美国学者乔尔·科特金通过研究

全球几千年来的城市发展历史，将维系文明的三大核

心要素概括为“神圣、安全与繁荣”，并特别指出意识

形态在团结社会成员时所发挥的关键纽带作用［44］，也

即今日之国家认同。出于这一客观需要，“自主性国

家”方才得以应运而生并发展成为使人敬畏、受人景

仰的“新的伟大神庙”，而与之相伴生的“短缺经济

学”［45］则大可被视为节制资源滥用的人为约束。
与此同时，自由市场在形式上和机理上有助于鼓励

社会各利益集团间的竞争和流动，进而为孕育熊彼特所

言之“创造性毁灭”准备了条件。在此背景下的新兴上

升阶层得以通过竞争替代旧的既得利益阶层，从而促进

社会的新陈代谢和循环轮替［13］，同时还为推动制度演

进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
总之，中国近 30 年来所走的改革开放道路并非一

般意义上的市场化转轨，而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在
试错中前行且反映实际国情的制度变革之路。本文的

研究意义即在于探索如何把握好危机后的变革良机，通

过运用多样化的社会治理手段维护国家安定团结和繁

荣昌盛，并实现经济赶超和社会跨越的伟大“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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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Financial Knowledge of Individual Investors on Stock Investment Ｒeturn
ZHANG Jun-rui1，LENG Ao-lin1，DONG Nan-yan1，XING Guang-yuan2

( 1． School of Management，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49，China;

2． Bank of China，Xi'an 710049，China)

Abstract To work out whether the acquirement of financial knowledge of Chinese individual investors will affect their
stock investment return，it was found from the investigation of characteristics，income，and the mastery level of financial
knowledge of Chinese individual investors of stocks that financial knowledge boosts investors' overconfidence and irration-
al behavior and has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investment return． The higher the income of the investors，the more
they will earn when acquiring additional financial knowledge and the more they master the financial knowledge，they
more they earn with such knowledge． However，one － sided learning of financial knowledge will bring about negative in-
vestment returns．
Key words stock investment; financial knowledge; investor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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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te － Society Ｒelation during Post － crisis Period:

The China Model under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CHEN Qing

( Institute of Economics，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Shanghai 200030)

Abstract Social crises break out periodically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human civilization，and are incurred either by
the centralized or the decentralized management system，which are adopted by the state for public benefit to coordinate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within the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this article illuminates
the starting formation and following consequence of usual methodologies in mechanism reforms，and reveals the inner log-
ic of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recent 30 years based upon the theory of Principal － agent and Collective Action．
Considering the different traditions of state theories between West and East，we should be of confidence and adhere to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while keeping alert to the so － called " Universal Value" from the
western world．
Key words State － Society; Social and Economic Crisis; Mechanism Ｒeform;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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